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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拥有近 ７０００ 年历史的埃及， 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自身独

特的政治传统。 自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革命之后， 当代埃及共经历了五个时期， 分

别是纳赛尔时期、 萨达特时期、 穆巴拉克时期、 穆尔西时期以及当前的塞

西时期。 综观四位总统的执政历程， 可以看出他们在获取政治合法性方面，
呈现出由革命到选举的趋势； 在维持政治合法性方面， 呈现出由依靠民众

到依靠精英的特点； 而在丧失政治合法性方面， 则呈现出由战争失利到军

人干政的态势。 通过回顾当代埃及总统获取、 维持以及丧失政治合法性的

历史进程， 可以从中勾勒出埃及政治演进的轨迹， 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埃及

未来的政治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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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时， 西方学者往往忽视政治合法性在

中东统治者头脑中的重要性。 他们倾向于将中东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与权力、
威权、 镇压相联系， 即认为中东统治者主要依靠武力来维持统治。 但是，
中东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深深根植于中东国家的历史， 并与中东统治者获得

政权的方式密切相关。 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独特的地位， 经常被阿拉伯

人称为 “母亲国”①， 其政治发展历程最能代表当代阿拉伯国家统治模式的

演变趋势。 自 １９５２ 年 “七月革命” 以来， 当代埃及历史上一共产生了五位

重要的总统， 他们分别是纳赛尔、 萨达特、 穆巴拉克、 穆尔西以及现任总

统塞西。 纳赛尔时代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奠基时代， 实现了埃及的彻底独

❋
①

刘昌鑫， 历史学博士，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Ｍａｒｉａ Ｊ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Ｊｉｈａｄ⁃Ｎｏｎｖｉｏｌｅｎ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９， ｐ ２６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中东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８ 期）

立， 奠定了埃及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萨达特时代是埃及的改革时代， 在经

济、 政治以及外交领域进行了重大调整。 穆巴拉克时代是埃及的调整时代，
在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曲折探索。 穆尔西时代则是埃及的过渡时代， 是民

主化进程的重要探索， 以及伊斯兰势力执掌国家政权的初步尝试阶段。 这

四个时期各有特色， 是当代埃及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时期， 同时也是埃

及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重要阶段。 本文试图解读前四任总统政治合法性的

历史沿革， 把握埃及当代社会演变的轨迹， 以便我们更好地把握埃及政治

进程的未来走向。

一　 当代埃及总统政治合法性的历史遗产

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具体概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采用的主要是西方学

者的定义。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合法的统治大体区分为合法型统治、
传统型统治、 魅力型统治， 认为政治统治需要依赖客观有效性和主观有效

性两个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强

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 统治秩序的稳定性有赖于自身

在事实上的被承认。① 法国学者让 －马克·夸克则认为， 合法性是对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评价， 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

过程。 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 这种认可需建立在三个条件之上： 首先要

获得被统治者的赞同和认同； 其次要符合社会的价值观念， 获得社会认同；
最后必须合乎法律性。② 三位学者对合法性的论述对我们探讨世界各国的政

治合法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者虽然侧重点不同， 但是都强调了

被统治者对统治认同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 政治合法性的主体主要涉及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 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始终处于变动之中， 因而难以用

某种具体的理论框架予以概括。 这就需要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践中，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准确把握其政治合法性的内涵，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

实需求。
作为地处亚非欧三洲交界处， 经受过古埃及文明、 两河文明、 波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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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及地中海文明浸润的埃及， 其政治合法性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历史

印记。 埃及的统治模式深受各种文明以及自身地域相对封闭性的影响， 政

治合法性在不同时代有着不用的表现形式， 并体现出一种复杂多形态的特

征。 从古至今， 埃及民众主要居住在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 呈现高度

聚居的特征。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将埃及称为 “尼罗河的赠礼”， 时至

今日仍不为过。 可以说， 埃及是一个建立在尼罗河上的国家。 在一个大河

文明系统中， 统治者控制河水的供应必不可少， 并充当着人与河水的中介。
人要生存， 一方面需要依赖河水和灌溉， 另一方面又需要政权建立稳定的

秩序， 因而一个掌控河水的使用以及兴修水利的官僚机构应运而生。 为了

维系生活， 务农者之间还需要密切合作， 共同分享和利用河水。 对合作以

及强有力的政权的需要使务农者极易接受极权政府并顺从其统治。 一位埃

及学生曾经写道： “专制与顺从、 压迫与献媚是埃及人在历史长河中最显

著、 最恶劣的特征， 是埃及历史剧中的主旋律； 如果一个人否认这些， 那

么就不懂埃及的历史。”① 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多样化的文化构成， 塑造了

埃及特定的政治模式与政治文化， 形成了强烈的集权传统。 从古代的法老

到当代的穆巴拉克， 埃及最高统治者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呈现出传统

体制的延续。
埃及的伊斯兰化进程持续时间最长， 对当代埃及的影响也最大。 伊斯

兰教不仅涉及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性。 伊

斯兰教是探讨伊斯兰国家政治合法性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 《古兰经》 明文

规定， “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 万事只归真主”。②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应

当服从真主， 应当服从使者， 你们不要使你们的善功无效。”③ 传统伊斯兰

世界的理论强调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的政治原则， 强调君主的统治权力和

臣民的从属地位； 统治者是臣民的牧人， 统治者将为自己的行为和臣民的

行为对安拉负责， 而选择统治者和惩罚统治者的权力只属于安拉。 所谓臣

民终止顺从统治者和反抗统治者的相关规定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和道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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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 现实意义微乎其微， 而忠君思想则是传统伊斯兰政治理论的实质所

在。① 但是随着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特别是穆斯林穆兄会自 １９２８ 年以

来， 伊斯兰主义者对传统伊斯兰宗教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和修订， 使伊斯

兰教成为下层民众对抗精英阶层的重要工具。 在真主的至高无上权力与代

治者实际权力之间， 不再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弹性， 并对当代埃及总统的政治合法性构成理论上的

支持与挑战。
埃及独特的历史赋予其政治合法性特定的内涵，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之间处于既对立又合作的状态。 一方面， 埃及民众对于政府有着天然的

服从感与依赖感； 另一方面， 当生活难以为继时， 民众又具有强烈的反

抗性和自主性。 这种状况在很多情况下造成统治者的治理能力成为其获

取和维持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因素， 这也是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

显著特征。

二　 从革命到选举： 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法理之路

二战之后， 埃及反帝、 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完成。 埃及人长期以来就希

望摆脱两种势力的控制， 一是腐败的法鲁克王朝， 二是暴虐的殖民主义者。
“铲除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特权， 是几代埃及民族主义者追求的目标。”② 以

纳赛尔为首的 “自由军官” 组织自成立后， 致力于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
削弱地主的权力， 消除外国影响， 并革除政治生活中的腐败。③ 自由军官希

望埃及能成为拥有平等机会并能平均分配资源的国家。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革命之

后， 自由军官组织废黜了法鲁克国王， 并致力于清除外国势力。 在实现独

立的过程中， 埃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显著增强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合法性，
并逐渐使纳赛尔成为埃及民族与民众的代言人。 从纳赛尔个人角度来看，
他的自身品质又赋予其统治一定的克里斯玛色彩。 在处于动荡之中的埃及

社会， 广泛存在希望 “救世主” 降临以迅速解决危机的诉求。 纳赛尔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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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政治领袖， 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埃及人。
他与之前出生于国外， 以及腐败堕落的阿里王朝的继承者对比鲜明。 纳赛

尔充分利用个人天赋去满足这种诉求， 他充满感染力的演讲， 以及将象征

民族独立与尊严的苏伊士运河收回， 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拥护。 纳赛尔不仅

被视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 而且成为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一面

旗帜。 纳赛尔的个人魅力再加上国家媒体的大力宣传， 纳赛尔逐渐成为典

型的克里斯玛型人物。 “在长期的民族运动中， 纳赛尔领导人民最终战胜了

强大的殖民统治者， 使埃及摆脱了从属于西方的地位， 并使埃及在第三世

界跻身具有巨大影响的主权国家之列。”① 可以说， 纳赛尔政权 “实际上是

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的典型产物， 即获取独立或者实现独立发展的产

物”。② 纳赛尔政府获得了各阶级的支持， 其合法性的根基得以夯实。
纳赛尔自 １９６７ 年战争之后郁郁寡欢， 不久便与世长辞。 在纳赛尔的葬

礼上， 埃及人不仅为纳赛尔悲伤， 而且为自己随之丧失的希望悲伤。③ 正是

在这种背景下， 萨达特接任总统职务。 借助法制来为自身行动正名， 萨达

特清除了萨布里势力， 稳定了局势。 １９７１ 年， 埃及颁布了永久宪法， 突出

强调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 宣布埃及是一个 “法律之邦”。 萨达特还赋予

司法部门一定的自由， 并宣布结束因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同而随意拘禁反对

派的状况。
萨达特接手的是一个充满问题与矛盾的政权， 特别是 “六七战争” 后，

埃及社会笼罩在经济困境以及军事失利的阴霾之下。 一方面， 以色列占领

了西奈半岛， 控制了半岛上的油田， 阻断了苏伊士运河， 导致石油收入锐

减， 运河停运； 另一方面， 国内民众士气不振， 急于一雪前耻的呼声充斥

在埃及社会的上空。 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 外交领域的突破是萨达特解决

合法性困境的主要途径。 为了打破中东地区 “不战不和” 的局面， 凸显埃

及的重要地位， 同时提高自身的威望， 萨达特在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发动了斋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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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场战争向世界表明了阿拉伯战士能

够在同等条件下策划和参加战斗， 是一场重获自尊、 动摇超级霸权统治的

斗争， 是 “埃及历史上跨越到新阶段的精神之旅”。① 对萨达特来说， 此次

战争增强了阿拉伯国家的自信， 加重了他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筹码， 最主

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萨达特的威望， 使其成为一位颇受欢迎的领袖。 萨达

特开始拥有克里斯玛的光环， 其政治合法性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
纳赛尔依靠清除封建势力获得权力， 萨达特依靠击败左派势力获得权

力， 而穆巴拉克则是继承了权力。② 当穆巴拉克接任总统职位时， 除了拥有

萨达特政府的副总统职衔， 还缺乏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穆巴拉克不属于发

动 “七月革命” 的自由军官组织成员， 是纯粹的行伍出身， 与其他政客几

乎没有瓜葛， 与各种政治势力也没有恩怨。 正是在这个继承的基础上， 他

积极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协商。 穆巴拉克最直接的敌人是极端宗教组织，
他暂时性地建立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民族阵线， 拉拢温和的伊斯兰组织， 鼓

励左翼和中右翼世俗主义反对派的发展， 阻止宗教势力的过分强大。 穆巴

拉克担任总统后首先释放了在萨达特被刺杀前关押的 ３１ 名主要政治犯， 赋

予反对党更多的行动自由， 强调媒体独立的重要性。 穆巴拉克善于倾听不

同意见， 在决策前经常咨询各方的建议， 因而能够融合各种政治势力， 扩

大自身的政治基础。③ 至于萨达特时期非常普遍的腐败问题， 穆巴拉克则象

征性地审判了萨达特的哥哥伊斯马特作为替罪羊。 媒体对此展开大篇幅报

道， 向公众展示新政府致力于清除腐败和利益集团的形象。
与前几任总统不同， 穆巴拉克更关心其统治权的合法性， 他将自己描

述为法律的执行者。④ 穆巴拉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的言论显示出政府致

力于依法治国的计划， 他表示将会尊重公民的平等权利， 保证司法的相对

独立， 以及依法实施统治。 在一次演讲中， 他宣称依法治理是 “政府统治

的基础……任何政府都不能干预法庭事务和正义……自从我依据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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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总统职位的第一天起就有这样的信念”。① 在其执政早期， 穆巴拉克并

没有利用自身总统职权去强迫法庭出台限制社会和政治自由的新法令。 相

反， 法庭则发起了一系列虽受到限制却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带来显著变化的

法律改革。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埃及举行了历史上相对公平的一次议会选举。 为保证选

举进程的稳定性以及选举结果的可信性， 穆巴拉克与政治反对派进行了协

商， 允许穆兄会与新华夫脱党联盟参加议会选举。 通过将各种反对派势力

纳入政治体制， 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反对派势力的安抚与操控， 同

时孤立极端势力。 在此次选举进程中， 穆巴拉克再次强调自己将尊重宪法

以及人民的选择。 通过政治领域的协商以及部分自由化举措， 穆巴拉克释

放了大量的社会张力，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得以逐渐建立。 毫无疑问， 穆巴

拉克利用此次选举使得 “选举合法性变成其政治合法性的新源泉”。 尽管埃

及的政治自由与民主仍是相对的， 但是穆巴拉克总统在执政初期塑造了

“民主总统” 的形象， 稳固了统治。
此外， 穆巴拉克对萨达特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修订， 与以色列维持了一种

“冷和平” 的关系， 部分地迎合了民众和阿拉伯国家的情感需求。 此外， 他还

积极修复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并最终于 １９８９ 年重归阿拉伯世界的怀抱。
穆巴拉克的多边外交政策， 为其进一步获取合法性提供了广阔空间。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政治地震的外溢效应首先波及埃及， 在民众的大规模抗

议声浪中， 穆巴拉克总统被迫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辞去总统职务。 在随之而

来的权力角逐中， 穆兄会凭借自己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严密的组织宣传网络

脱颖而出。 在 ２０１１ 年底到 ２０１２ 年初举行的议会选举中， 穆兄会支持的自由

与正义党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ａｒｔｙ） 获得了总选票的 ４７ ２％ ， 占议会 ４９８
个席位中的 ２３５ 席， 而更加保守的萨拉菲主义努尔党则获得了总票数的

２４ ３％ ， 占有 １２１ 个席位， 伊斯兰主义者因此获得了人民议会中总席位的

７３％ 。② 在 ２０１２ 年举行的协商会议中， 自由与正义党获得了 １０６ 个席位， 光

明党则获得了 ４３ 个席位。 至此， 埃及上下两院都被伊斯兰主义者控制。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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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结果虽然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 却有其社会必然性。
穆斯林穆兄会是埃及乃至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伊斯兰政治组织， 在穆巴

拉克时期经常遭到政府的打压。 当被禁止在现存体系内运行时， 穆兄会便

积极转向其他途径， 比如为那些有需要的底层民众提供包括教育和医疗在

内的社会服务来实现自身诉求。① 埃及贫穷落后的地区经常遭到政府的忽

视， 而穆兄会则很早就在这些地区开展社会服务。 穆兄会通过自身的社会

福利网络以及宣教活动， 已经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② 在开罗的一个贫民

窟埃兹拜特·哈戛纳 （Ｅｚｂｅｔ Ｅｌ Ｈａｇｇａｎａ） 地区， 穆兄会很早就在本地提供

医疗等社会服务。 当地居民称自由与正义党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ａｒｔｙ， 简

称 ＦＪＰ） 是唯一到达本地区的政党。 他们声称将会投票支持穆兄会， 因为只

有他们关心底层民众， 并能将把埃及变得更好。 正如一位埃及人所言： “在
警察局， 无辜的穷人遭到拷打和虐待， 而窃贼却未受到惩罚， 那些执行正

义的人并没有带来正义。 我们需要伊斯兰， 我们需要正义。”③ 在塞得港的

竞选过程中， 当地一位 ４１ 岁的学校职员雅海尔·赛义德 （Ｙｅｈｉａ ｅｌ⁃Ｓａｙｅｄ）
则说道： “穆兄会为人民服务， 因此只有让他们当选议员， 才能做得更多。”
穆兄会稳固的社会基础， 为穆尔西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埋下了伏笔。

尽管过渡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削弱穆兄会的权力， 但是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举

行的埃及历史上第一次民主总统选举中， 穆兄会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

西获得了总选票的 ５１ ７％ ， 击败了穆巴拉克政府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

（Ａｈｍｅｄ Ｓｈａｆｉｑ）。④ 虽然穆兄会总统候选人穆尔西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 但

却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经自由选举产生的非军人背景出身的总统， 得到了

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并一度被认为是埃及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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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 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穆兄会角逐埃及政坛的实力， 而且也成为穆

尔西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三　 从民众到精英： 维持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在七月革命前， 埃及存在 “半个社会”， 少数人控制埃及大多数资源以

及政治生活。 根据英国对当时埃及收入分配所做的报告， １％ 的人口中， 每

个家庭的收入超过 １５００ 磅， 而其余 ８０％的人口中， 每个家庭获得的收入则

不超过 ２４０ 磅。① “贫穷， 无知以及疾病” 充斥社会， 被自由军官描述为埃

及社会的 “地方病”。 权力分散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中： 议会由乡村贵族把

持， 他们很大程度上由文盲的民众选举产生； 政府由半封建的地主控制；
商业以及工业大亨控制着社会中巨大的权力。② 尽管自由军官组织在革命之

初尚没有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 但是在革命后则迅速填补了政治空白。③ 在

纳赛尔时期，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打破革命前的阶级体系， 并推

动社会流动。 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基础为王室成员、 大地主和外国资本家，
自由军官组织将这些阶层逐渐消灭， 并代之以包括军队、 公务员阶层以及

国企工人的统治联合。
维持统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仅靠个人魅力和反帝反殖政策难以持久，

“民族尊严和社会正义” 的实现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 通过在农村实行土地

改革， 纳赛尔明显改善了埃及农民的处境， 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 纳赛尔陆续实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措施， 为普通埃及人建立

了稳定的社会福利体系。 政府为民众提供补贴面包、 教育免费以及健康服

务， 并为新毕业生安排工作岗位。 １９５２ ～ １９６９ 年， 大学生增长了 ３ 倍， 而

技校生则增长了 ６ 倍。④ 政府保证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工作分配， 进一步扩大

了自身的阶级基础。 纳赛尔政府在民众与国家间逐渐建立起稳固的社会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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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Ｌｉｌｌ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Ｈａｒｒｉｓ， Ｅｇｙｐ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８８， 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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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通过为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提供社会服务来换取他们的政治沉默。 与

此同时， 政府部门不断膨胀， 扩展至社会的各个方面， 职业协会、 工会、
志愿者协会以及大学校园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布的 “民族宪章” 详细地阐述了纳赛尔的政治经济

政策， 其中包括重新分配财富， 确保民众是唯一的受益者， 以及消除城市

与乡村间的差异等措施。 在纳赛尔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进过程中， 国家体制

进一步完善， 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① 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进、 威权体制

的强化以及社会契约的达成呈现三位一体的形态， 民众对政府的依赖与政

府对社会的控制同步演进。 纳赛尔逐渐建立起一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威

权统治， 总统是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统帅， 有权任命和解散内阁、 官员和

军官， 解散议会， 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 宣布战争， 以及实施紧急状

态法等。② 议员只能由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担任， 议会则仅仅是政府

的一个行政机构， 充当了纳赛尔政府的橡皮图章。③ 通过国家社团主义的形

式， 埃及政府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纳赛尔政府不仅具有了合法性的

基础， 而且拥有了合法性的保障。
萨达特在上台伊始， 便开始采取一系列去纳赛尔化的措施。 与纳赛尔

依靠民众维持统治不同， 萨达特主要依靠穆兄会和资产阶级的支持来维护

统治。 尽管这些阶层受到纳赛尔政府的残酷打压， 但是他们在社会中仍蕴

藏着巨大的威力。 在担任总统两个月之后， 萨达特就下令取消没收和充公

政策， 确保个人自由、 安全以及每个人的诉讼权利。④ 这是他采取的不同于

前任的第一项举措。 此后， 萨达特采取了一系列取悦资产阶级的行动， 不

仅归还他们被没收的资产， 而且取消了 “政治孤立”， 允许富有的家庭重新

回到政治生活。⑤ 萨达特还从监狱中释放了遭纳赛尔囚禁的穆兄会成员，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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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穆兄会的组织机构以及财产和资源， 并允许自 １９６０ 年开始流亡国外的

穆兄会成员返回国内。 穆兄会的总部得以恢复， 重新参与公共活动， 并恢

复出版公共刊物。 萨达特还鼓励在艾资哈尔清真寺之外成立独立的宗教中

心， 建立不受政府控制的清真寺。 萨达特将自己刻画为一位 “虔信安拉的

总统”， 利用宗教合法性来提升个人威望。 通过依赖穆兄会和资产阶级， 萨

达特不仅在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 而且可以开展进一步的经济政治改革。
１９７４ 年， 萨达特公布了十月文件， 宣布实行经济开放政策， 允许埃及

人和外国人自由进口科技和设备。 他们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和出口退税， 自

由从事银行和商业活动， 并可以自由投资项目。① 政府的政策导致私人资产

阶级发展迅速， 成为萨达特政权的坚实基础。 石油、 运河、 侨汇， 以及旅

游收入在开放政策期间带来持续不断的外汇收入， 这四项收入在 １９７４ 年为

６ 亿美元， 到 １９８３ 年达到 ７５ 亿美元。 埃及政府还积极寻求外援， 仅在 １９７４
年， 埃及就获得阿拉伯国家 １２ 亿美元的援助，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 年又获得了阿拉

伯国家 ７０ 亿美元的援助。② 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使其可以通过转让财

富的形式， 扩大政权基础。 在此过程中， 私人资产阶级受益最多， 成为所

谓的 “肥猫阶层”。
萨达特不仅给予资产阶级实际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赋予其部分政治自

由。 通过让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享有一定的自主性， 萨达特政府能够

部分地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 并使其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地位。 伴随着

开放政策的实施， 萨达特政府还鼓励成立一些新的商业协会， 他们主要代

表新近崛起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主要有成立于 １９７５ 年的美国记者协会和

１９７７ 年的埃及商人协会。 协会享有很大的金融与行政自由， 与政府关系密

切， 推动有利于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与法规的出台和实施。 在扶植资

产阶级的同时， 萨达特还采取了严厉限制工人与农民权利的措施。 １９７６ 年，
埃及政府直接取缔农民联合会， 进一步弱化农民影响政策的能力； 而在

１９７６ 年和 １９８１ 年， 政府则两次修订了工会法， 加强了对工人的金融与行政

７８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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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① 工人和农民阶层受到政府的压制， 而资产阶级则成为开放政策和政

治自由化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 资产阶级逐渐构成了萨达特政权的基础，
并与萨达特政府建立了新的社会契约。

穆巴拉克上台之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挑战， 他既没有回归到纳赛尔时

代的计划经济体制， 也没有沿袭萨达特的消费性开放政策， 而是在两者间

寻求平衡。 埃及经济逐渐由消费性开放转为生产性开放， 并在探索中实行

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 穆巴拉克总统在执政前期， 由于对 １９７７ 年面包骚乱

仍心有余悸， 在经济社会改革方面非常谨慎， 即使在国外势力的压力之下，
也未推行激烈的变革措施。 在他统治的最初 ２０ 年中， 穆巴拉克政府实施了

四个 “五年计划”， 重新调整经济，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② 为了应对经济困

难的状况， 他更多地倾向于通过举借外债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 维持对生

活必需品的补贴， 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 埃及的基础

设施在穆巴拉克时期获得巨大发展。 从 １９９１ 年开始， 穆巴拉克在经济领域

逐步开始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主导的经济社会调整计划， 经

济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
在萨达特时期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 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穆巴拉克稳定

政治经济的措施而日益强大。 与此同时， 政府也需要依赖资产阶级来应对

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困难， 限制伊斯兰势力的增长。③ 尽管埃及政府与资产阶

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 但是政府试图取悦任何更温和并愿意协助其实现

政治经济目标的阶层， 两者逐渐呈现出联合的趋势。 从 １９９１ 年开始， 商人

阶层利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来进一步拓展自身的经济利益。 商

人俱乐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 其中包括埃及商人俱乐部， 与美国驻开罗大

使关系密切的美国商人俱乐部， 埃及—美国商人俱乐部， 以及埃及—法国

商人俱乐部等。 商人俱乐部甚至能够直接干预埃及政府的政策。 穆巴拉克

总统的儿子贾迈勒最初就在由埃及—美国商人组成的游说团体 “总统委员

８８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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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董事会中任职， 而且许多政府高官的儿子也是商人。 埃及政府赋予商

人团体诸多特权， 而商人团体则积极协助政府内外政策的实施。
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 还积极寻求政治地位。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开始， 资产阶级开始大量加入民族民主党， 进而借助政党平台进入议会，
谋求政府高级职位， 私人资产阶级与国家资产阶级逐渐实现联合。① 通过利

用基于单独候选人基础上的 １９９０ 年选举法， 资产阶级积极参加被大多数政

党抵制的 １９９０ 年选举， 以获取政治影响。 １９９５ 年， 他们在人民议会中获得

了 ７１ 个席位， 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１ 个席位和 １９８７ 年的 １４ 个席位对比显著。 在

２０００ 年议会选举中， 最大的集团是所谓的 “独立” 候选人， 他们经济实力

雄厚， 共获得了 ２１３ 个议会席位。 随后， 这些独立候选人加入了民族民主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简称 ＮＤＰ） 的议会阵营， 使 ＮＤＰ 在议会中的席

位达到 ３８８ 席。② 由于私人资产阶级议员的加盟， 政府依然确保了在议会中

的多数席位。 ２００４ 年， 在艾哈迈德·纳杰夫的政府中囊括了大批商人。③ 政

府与资产阶级实现了结盟， 资产阶级不仅成为穆巴拉克政府的重要经济支

撑， 而且成为其最重要的政治盟友。
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主义者主要由律师、 医生、 记者、 机械师等中

产阶级构成， 主要代表的是中下层人民的利益， 与以军队、 国家安全机构、
法官， 以及资产阶级等精英集团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但是这些精英集团

早已渗透整个社会体系， 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商人官僚寡头集团的利益，
甚至能直接左右埃及的政局。④ 在总统竞选之前， 穆巴拉克政府前总理沙菲

克在美国商会午餐会上， 宣称会使用暴力手段来恢复秩序， 并不断嘲讽伊

斯兰主义者， 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⑤ 当伊斯兰主义者在人民议会和协

商会议选举中取得胜利之后， 旧体制的精英阶层便千方百计进行阻挠。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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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４ 月 ８ 日， 埃及行政法院宣称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 ５０ 名成员违反了军队

的宪法宣言， 终止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并规定只有在选举出总统之后， 才

能起草新宪法。①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声称议会选举所依

据的法律违宪， 宣布解散刚选出不久的人民议会。② 在总统投票前， 军队又

发布了新的宪法宣言， 剥夺了总统的大量权限， 并赋予军队在宪法起草进

程中稳固的地位。③

虽然穆尔西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宣誓就职， 但是总统职位空有虚职， 权

力受到极大限制， 国家大权依然掌握在前政府官员以及军方手中。 在竞选

胜利后的演讲中， 穆尔西试图扩大统治基础， 声称 “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

督徒， 我们都是埃及人”， “我们将一起应对危害我们民族团结的冲突和阴

谋”。④ 上台伊始， 穆尔西便致力于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 打击旧政府的精

英阶层， 扶植自身的精英势力， 组建了以甘迪勒为首的新内阁。 在其担任

总统八天后， 穆尔西颁布法令宣布最高宪法法院解散议会的法令无效， 力

图恢复被解散的议会的工作。⑤ 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５ 日西奈半岛发生 １６ 名埃及

军人被极端分子杀害的事件后， 穆尔西借此罢免了内政部部长， 海军部、
空军部以及空军国防指挥部部长的职务， 埃及国防部长坦塔维以及总参谋

长阿南的职务也在 ８ 月 １２ 日被解除。⑥ 穆尔西进而任命较年轻的军官塞西

担任国防部长， 试图建立自己的精英阶层。 在 ９ 月 ３ 日， 穆尔西勒令 ７０ 多

名将军提前退休， 削弱了军方的实力， 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和埃及年轻革

０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ｖｉｄ Ｄ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 Ｃｏｕｒｔ Ｆｌｉｐｓ Ｅｇｙｐｔｓ 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０，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１１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ｃｏｕｒｔ⁃ｆｌｉｐｓ⁃ｅ⁃
ｇｙｐｔｓ⁃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ｏｗ⁃ｆｏｌｌｏｗｓ⁃ｖｏｔｅ ｈｔｍｌ？ ＿ｒ ＝ １＆ｒｅｆ ＝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２ － ０４ － １５
Ｄａｖｉｄ Ｄ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Ｂｌｏｗ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ｏｕｒｔ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ｓ Ｅｇｙｐｔ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１４，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１５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ｈｏｗｄｏｗｎ⁃
ｉｎ⁃ｅｇｙｐｔ⁃ａｓ⁃ｃｏｕｒｔ⁃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２＆ｒｅｆ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１６
Ｎａｔｈａｎ Ｊ Ｂｒｏｗｎ， “ Ｅｇｙｐｔ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 ４８
Ｋａｒｅｅｍ Ｆａｈｉｍ，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Ｗｉｎｎｅｒ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４，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６ ／ ２５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ｙ⁃ｆｏｒ⁃ｖｉｃｔｏｒ⁃
ｉｎ⁃ｅｇｙｐｔ ｈｔｍｌ？ ｒｅｆ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２０１２ － ０７ － ０２
Ｔａｈａ Ｏｚｈａｎ， “Ｎｅｗ Ｅｇｙｐ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Ｆｅｌｏｏ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３， ｐ １７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Ａｆｔａｎｄｉｌｉａ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ｆｏｒ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 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当代埃及总统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嬗变

命者的支持。 穆尔西通过强迫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以及埃及前政府高官辞

职， 让土耳其经历的政治进程在埃及于一个月内完成。 穆尔西还对政府人

士构成进行了重大调整， 组建了总统顾问委员会， 并任命多名穆兄会成员

担任新省长职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穆尔西总统还签署一项法令， 任命其支持

者担任埃及工会委员会的相关职务。① 通过将旧政府的精英阶层替换为自身

的精英阶层， 穆尔西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能力有所增强。
穆尔西深知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性， 因而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经济。

担任总统后， 穆尔西推出 “百日复兴计划”， 稳定国内形势， 恢复旅游业发

展， 增加财政收入。 政府还适时推出 “伊斯兰债券”， 募集稳定和发展经济

所需的资金。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穆尔西宣称将会追缴那些逃税的经济寡头的

欠款。 为推动埃及的均衡发展， 正义与发展党还试图将投资转向开罗和亚

历山大之外的地区。 他们计划将 ３０％ 的资金投向上埃及地区， ２２％ 投向苏

伊士地区， １５％投向三角洲地区。② 在立足国内之外， 穆尔西还通过积极参

加非盟组织会议以及不结盟会议， 开展 “平衡外交”， 改善自身外交处境并

努力寻求外援。 在穆尔西任期内， 埃及从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家获得了 １３０
亿美元的贷款和捐赠。③ 外援的到来为穆尔西政权提供了缓冲时间， 有利于

穆尔西政府各项政策的开展。
总体而言， 穆尔西并未摧毁旧政府精英阶层的统治， 因而埃及社会在

很大程度上依然由前政府的精英阶层把持。

四　 从 “六七战争” 到军人干政： 政治合法性渐失的根源

１９６２ 年， 埃及出兵也门， 从此陷入长达 ５ 年的战争泥潭， 严重消耗了

埃及有限的经济资源。 大量埃及精锐部队滞留也门， 直接加速了埃及在

“六七战争” 中的惨败。④ １９６７ 年战争则是纳赛尔统治方式转变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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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惨败不仅降低了埃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削弱了纳赛尔在国

内外的形象， 而且严重损害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尊心。 “六七战争” 之后，
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 运河区也被阻断， 埃及因此失去了重要的石油和

运河收入。 由于过度发展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阻碍， 经济效率

低下。 纳赛尔政府在政治、 经济、 军事等方面遭遇全面危机， 不能继续维

持相应的庇护与服务， 民众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 人们开始表达自己的

心声， 要求保障人们的自由与权利。 １９６８ 年， 在开罗、 亚历山大和工业城

市哈勒万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工人涌上街头， 要

求严惩导致战争失利的将领。① 此次游行带有反政府的论调， 很多警察和政

府官员受伤。 在此次骚乱中， 学生、 工人、 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起草了共

同宣言， 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议会， 享有自由的媒体， 谴责阿拉伯社会主

义联盟的专制并要求将其解散。 这是纳赛尔政权建立 １６ 年之后， 民众首次

公开挑战纳赛尔的权威， 表达自身的沮丧与不满。② 尽管纳赛尔自身的威权

惯性和社会契约的持续实施使其统治得以维持， 但是纳赛尔的威望已经受

到极大削弱。 纳赛尔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 包括专业人员、 小商人以

及政府雇员， 但此时他们也开始要求更多权利。 １９６８ 年， 纳赛尔被迫在演

讲中做出改革的承诺， 放松了对职业协会的控制， 经济也逐渐向温和的自

由主义模式转变。 纳赛尔的克里斯玛光环和革命合法性已难以获得民众的

普遍认同， 被迫转向其他更加理性和温和的统治方式。
在纳赛尔体制之下的政治合法性根基， 可以称之为 “专制庇护下民众

的服从”， 当政府不能提供相应的庇护与服务， 合法性的基础也会逐渐动

摇。 尽管纳赛尔逝世后， 埃及民众非常悲伤， 但是 “一旦眼泪退却， 一种

解脱感也随之出现”。③ 纳赛尔时期主要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奠基时代， 因

而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刚刚开始显现， 但是埃及在 １９６７ 年战争中的

失利， 则直接阻断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 在特定时期内成为纳赛尔合法性

遭到削弱的决定性力量。
随着萨达特开放政策的实施， 埃及商人为了逃避社会法规， 获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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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Ａｒｔｈｏｎｙ， Ｅｇｙｐｔ ｆｒｏｍ Ｎａｓｓｅｒ ｔｏ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Ａ Ｆｌａｗ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ｐ ４３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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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 将自身的活动大量转向自由区， 且集中在商业活动领域， 以满足

不断扩张的国际贸易需求。 在自由区的投资占到总投资的 ７５％ ， 集中在石

油、 住房、 旅游以及建筑等行业， 由于食品加工工业利润较低， 且存在被

国有化的风险， 因而投资严重不足。 随着各种进口商品的增多， 消费品市

场显著扩大， 贸易赤字持续上升， 在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年度占到 ＧＤＰ 的 ２０％ 。①

到 １９７７ 年末，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自由化是失败的。 萨达特的开放政策并未

带来经济的显著改观， 反而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导致中低阶层怨声载

道， 萨达特政权处于空前危机。 当政府在 １９７６ 年年底宣布取消对一些生活

必需品的补贴之后， 直接引发了 １９７７ 年的 “面包骚乱”。 这更加突出了社

会契约对维持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 １９７７ 年的 “面包骚乱”， 折射出萨

达特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已经显现。
萨达特时期采取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动摇了其社会基础， 导致贫富差距

急剧扩大。 在萨达特时期重新涌现的资产阶级， 大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

巨额利润， 拥有 “惊人的消费欲求”。 这个富人阶层， 主要由中间人、 委托

商， 以及商人构成。② 人们对这个阶层极其厌恶， 称之为 “寄生阶层”。 与

此同时， 官僚阶层以权谋私的现象也层出不穷。 萨达特本人及其妻子非常

偏爱国外商品， 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 总统身边的人员及政府要员也利用

职务之便， 侵吞国家资产、 谋取私利。 部长或者高级官员可以从国有商店

中获得免费或者受到高额补贴的商品， 并可以从重要的交易中收取回扣。
不管是非法建筑、 进口非法货物的许可， 还是逃税漏税， 都可以通过贿赂

实现。③

萨达特时期国内普遍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分化的加剧， 以及萨达特执意

实现埃以和平的举动， 招致了社会的普遍反对， 萨达特置身民众的对立面。
在宗教合法性、 社会合法性以及克里斯玛的光环皆黯淡之后， 萨达特政府

最终诉诸强权和武力维持统治， 镇压穆兄会， 打压世俗反对派， 从而进一

步削弱了自己的政权基础。 １９７９ 年， ３６ 号法第 ４ 条款明确禁止政党参与任

３９１

①
②

③

Ｍａｒｋ Ｎ Ｃｏｏｐ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ｐｐ １０６ － １０７
Ｈａｍｉｅｄ Ａｎｓａｒｉ，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ｌｌ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８３ － １８４
Ｇａｌａｌ Ａｍ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Ｈｏｓｎｉ Ｍｕｂａｒａｋ：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１ ， Ｃａｉｒ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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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 １９５２ 年和 １９７１ 年革命观点不同的活动， 禁止从事违反沙里亚法、 国家

统一、 社会稳定、 民主社会体系以及埃以和平的行为。① １９８０ 年通过的 《耻
辱法》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ｈａｍｅ）， 禁止 “鼓动反对、 憎恨或者挑战政府的政治、
经济及社会系统” 的行为以及 “广播或宣传干扰公众观点的虚假或者误导

性的新闻或信息”。② 这项法律还要求成立一个道德法庭， 使政府可以随意

侵犯民众的政治权利， 实施家庭逮捕， 禁止个人旅行， 并可以终止私人经

济活动。③ 萨达特被暗杀后， 民众对于他的逝世没有任何悲伤， 凸显出其政

治合法性已彻底丧失。
穆巴拉克在执政初期采取中间路线， 虽然暂时稳定了经济， 但是总体

经济形势并未出现好转。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由于缓慢的增长率， 高额的

公共支出以及激增的外债， 埃及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埃及穷人受到巨大

影响。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７ 年， “最低生活成本” 上升了 ２１６％ ， 穷人消费的食物大

幅下降。 随着 １９８７ 年经济结构调整措施的加速， 补贴被大幅削减， 像面包、
大米、 食糖、 食用油， 以及茶等食物的价格上涨迅速， 自来水和电力的费

用也持续上升。 此外， 政府开始削减社会服务支出， 从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５ 年度占

ＧＤＰ 的 ５ ９％下降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４％ 。④ 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四年内下降

了 ４０％ ， 公务员的薪水只有 １９７３ 年的 ５０％ ， 而政府在健康、 交通以及教育

服务方面质量水平进一步下降。⑤ 在 １９７０ 年， 一位大学生刚参加工作后每

月的收入可以购买 ６８ 公斤牛肉， １９７７ 年可以购买 ３５ 公斤牛肉， 而到 ２００８
年则仅能够买 ６ 千克牛肉。⑥ 但是， 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压力下， 政府进一步

削减对基本商品的补贴， 严重损害了埃及普通民众的利益。 此外， 埃及失

业率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一直居高不下， 即使穆巴拉克政府在国际金融机

构的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也未带来显著改观。 埃及每年净增 ８０ 万劳动力，

４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ａｍｅｌ Ｅｌ Ｓａｙ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ａｄｂｏｕｌｉ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６， ｐ ８１
Ｋｉｒｋ Ｊ Ｂｅａｔｔｉｅ， Ｅｇｙｐ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ｄａｔ Ｙｅａｒｓ， ｐ ２６３
Ｊｏｈｎ Ｗａｔｅｒｂｕｒｙ，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 ｏｆ Ｎａ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ｄａｔ， ｐ ３７５
Ｇａｌａｌ Ａ Ａｍｉ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ｌｌ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９６０ － １９９０ ， ｐｐ １２４ － １２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Ａｌ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Ｗａｔｅｒｂｕｒｙ，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２２５
Ｒａｂａｂ Ｅｌ⁃Ｍａｈｄｉ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ａｒｆｌｅｅｔ，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
２００９， ｐ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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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０８ 年埃及劳动力总数已达到 ３０００ 万人， 而失业率却一直在 ２０％以上。
失业问题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削弱了政府合法性的根基。

在普通民众为生活挣扎之时， 社会上层却生活奢侈， 埃及腐败问题也

日益严重。 尽管在伊斯马特的案件中也牵涉萨达特时期的一些部门， 但是

穆巴拉克拒绝将所有腐败部门进行审判。 当伊斯马特被释放后， 反腐败斗

争也失去了其急迫性。① 腐败无处不在， 私有化进程更加剧了这个进程。 国

有资产被以严重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给政府相关人员。 １９９４ 年， 纳赛尔

热水器公司 （Ｅｌ Ｎａｓｒ Ｂｏｉｌｅｒｓ） 被以 ２５０ 万埃镑———不足 ７５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给美国—加拿大集团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 （Ｂａｂｃｏｃｋ＆Ｗｉｌｃｏｘ）， 而

当时仅其所占土地的价值就接近 １ 亿美元。② 在私有化进程中， 此次交易仅

仅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因而可以窥探出穆巴拉克政府中腐败问题的严重。
然而这个 “新掠夺性资产阶级”， 却对由他们的 “寄生性” 活动产生的社会

问题熟视无睹。③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穆巴拉克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进一步

侵蚀。
自 １９８１ 年以来， 埃及一直处于 《紧急状态法》 的管控之下， 警察和安

全机构享有广泛的权力， 可以禁止游行、 审查报纸、 监督个人通信、 随意

拘禁个人， 还可以未经上诉即将被告送交特殊军事法庭受审。 通过将正式

的民主政治体系与国家紧急状态法相结合， 穆巴拉克政府基本实现了威权

政体难以完成的事情———表面上的体制化。④ 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后， 尽管允

许反对党存在， 但是却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宣称反对党应该 “是不同而不

是斗争， 不能制造混乱……它应该是交换观点而不是相互指责”。 此外， 他

还指出， “自由不应该危害国家安全”。⑤ 因而， 穆巴拉克在执政初期所宣称

的自由仍是有限的自由， 仅仅是政府对外宣传的一个标签。 随着民众反抗

穆巴拉克政府活动的增加， 穆巴拉克也越来越依靠专制工具镇压民众。 ２００８

５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ｅｒｅｋ Ｈｏｐｗｏｄｄ， Ｅｇｙｐ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４５ － １９９０ ， ｐｐ １８６ － １８９
Ｒａｂａｂ Ｅｌ⁃Ｍａｈｄｉ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ａｒｆｌｅｅｔ，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ｐ ４６
Ｍｏｎａ Ｓｅｒａｇｌｅｄｉｎ， “Ｃａｉｒｏ １８００ － ２００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ｅｉｄａ Ｐｔｅ
Ｌｔ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ａ Ｋｈａｎ Ａ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１９８５， ｐ ９８
Ｍａｒｉｎａ， Ｏｔｔａｗａ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２００３， ｐ ３２
Ｄｅｒｅｋ， Ｈｏｐｗｏｄｄ Ｅｇｙｐ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４５ － １９９０ ， ｐｐ １８４ －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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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至少有 １ ８ 万人作为 “行政拘留人员” 被拘禁。 “无法无天” 的安全部

队不受制的， 对普通民众的残酷虐待与拷打已经成为系统性、 日常性的

行动。
自 ２００５ 年后， 穆巴拉克为儿子贾迈勒继承总统职位铺平道路的意图昭

然若揭， 从而招致了更多反对， 进一步降低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低迷以及物价的持续上涨， 导致埃及国内经济形势进一

步恶化，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网络的发展以及对腐败现象的揭露，
进一步压缩了穆巴拉克总统的合法性空间。 ２０１１ 年， 在全国百万人们的抗

议声中， 穆巴拉克黯然下台， 其接近 ３０ 年的威权统治也由此终结。
在一个世俗威权主义体制盛行多达 ６０ 年的国家中， 已经形成了体系繁

杂的军队—官僚—商人利益复合体。 穆巴拉克下台后， 为了控制埃及的局

势， 武装部队颁布了宪法补充条款， 规定了议会以及总统的选举原则。 因

而， 在穆尔西时期存在两种形式的合法性。 一是宪法合法性， 其将总统限

制为一位政治家， 并赋予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以及最高宪法法院极大的权

力； 二是革命合法性， 主要来自在解放广场以及其他地区参加抗议的成百

上千的埃及民众， 这是穆尔西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的主要原因。 穆尔西不

能忽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以及宪法补充条款的合法性， 因为他自己正是

在这个基础上经选举产生的。 同时， 穆尔西还需要确保革命合法性， 因为

他需要在此基础上对抗埃及的利益集团。 武装部队试图维持自身的地位，
而革命者则要求取消宪法补充条款， 恢复议会， 并从政治上去除武装部队

最高委员会。① 因而， 从穆尔西上台伊始， 就面临着两种合法性矛盾难以解

决的困局。
穆兄会在议会以及总统选举中获得的胜利， 被利益群体视为对自身利

益的最大威胁。 穆尔西自担任总统开始， 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就面临严重挑

战。 行政、 金融以及安全人员， 都将穆尔西视为局外人， 百般掣肘。 穆尔

西为巩固自身统治， 必须打压利益集团， 压制反对派势力， 然而穆尔西政

府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在削弱着自身的合法性根基。 穆尔西政府要么

充当不掌握实权的木偶， 要么为了实权而与利益集团抗争到底， 故而其只

６９１

① Ａｈｍｅｄ Ａｂｄ Ｒａｂｏｕ， “ Ｅｇｙｐｔ ａｆｔｅ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３， ２０１２， 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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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选择后者。 穆尔西深知自身合法性的根基在于法律， 故而试图控制埃及

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 修改宪法， 进一步巩固自身统治。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穆尔西发布宪法声明， 宣称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 发布的所有总统

令、 宪法声明、 法令以及决定， 在新宪法和新议会选举产生前都具有不可

更改的效力。① 这项声明招致了早已怀疑其动机的自由主义者、 世俗主义

者、 左派势力以及基督徒等的谴责。 他们指责穆尔西为 “新法老”， 民众也

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穆尔西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爆发冲突， 直接损害

了穆尔西的政权基础。 穆尔西政府此举显然 “缺乏经验和远见， 错误估计

了反应”， 并促使革命主义者与穆巴拉克前政府的支持者结成联合阵线。②

尽管穆尔西很快收回了大部分充满争议的法令， 但是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以穆兄会主导的制宪委员会在科普特以及自由派成员缺席的情况下表决通

过宪法草案， 规定沙里亚法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 新宪法草案招致基督

徒以及反对派人士的强烈反对， 然而穆尔西却执意举行宪法公投。 虽然埃

及新宪法草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但是全国仅有 ３２ ９％ 的选民参加了投

票。③ 这充分表明了穆尔西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已经严重动摇。 穆尔西希望将

法官退休年龄由 ７０ 岁降低到 ６０ 岁， 这将迫使近 ２０％ 的法官离职， 继而由

穆兄会的律师充任。 这个举动进一步被自由主义者视为穆兄会试图垄断权

力的举措。 在 ２０１３ 年的内阁改组与人事任命中， 穆兄会成员担任的高层职

务持续增加， 招致反对派的进一步反对。
穆尔西与反对派的斗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穆巴拉克时期的利益集

团也渗透革命阵营， 并使用革命暴力组织打手 （ｂａｌｔａｇｉｙａ） 来掀起暴力抗

议。 在埃及许多城市爆发反对穆尔西和穆兄会的暴力冲突， 众多的穆兄会

办公室遭到攻击和焚烧。 穆尔西指责这些示威者是 “流氓” 和 “旧政权的

守卫者”， 穆兄会则要求舒拉委员会出台新法律， 允许安全部队 “控制示

威， 对抗流氓”， 这使得冲突进一步加剧。 同时， 许多自由派以及左派政党

和人物组成民族拯救阵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 进一步联合反对派，
发起了反抗运动 （Ｔａｍａｒｏ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收集要求提前进行总统选举的签名。
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埃及反抗运动的请愿活动已经收集到 １５００ 万希望穆尔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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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Ａｆｔａｎｄｉｌｉａ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ｆｏｒ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 ８
Ｔａｈａ Ｏｚｈａｎ， “Ｎｅｗ Ｅｇｙｐ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Ｆｅｌｏｏ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 １８
Ｎａｔｈａｎ Ｊ Ｂｒｏｗ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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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民众签名。① 冲突、 憎恨， 以及相互怀疑营造了一个有毒的政治环境，
穆兄会与反对派的冲突进一步使穆尔西丧失了对抗以军队为首的利益集团

的基础。
在穆尔西时期， 埃及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埃及失业率在 ２０％ 以上， 赤

字占到 ＧＤＰ 的 １２％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以来埃镑已经贬值 １０％ ， 外汇储备接

近枯竭。 ２０１２ 年， 政府财政收入为 １９７ 亿美元， 但是支出却为 ３０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３ 年， 财政赤字每月几乎都达到 ３２ 亿美元。② 经济困境， 尤其是缺乏油

气以及经常性的电力中断， 增加了民众对穆尔西以及穆兄会的愤怒， 民意

调查显示穆尔西的支持率已经普遍下降。 贫穷、 文盲以及失业关系着大多

数人最关心的生存问题。 “这种状况的持续， 使得人们最关心的只能是安全

以及餐桌上的食物。”③ 任何政府及政治组织都需要重视这些关系生存的实

际问题， 比如健康、 住房、 教育等。 埃及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 显然增加

了所谓 “饥饿革命” 的可能性。④

穆尔西执政时期， 埃及没有议会， 没有宪法或者有效的行政机构， 而

经济又处于崩溃的边缘， 本来需要联合最广泛的社会势力， 努力解决困境，
然而穆兄会却疏远了潜在的联盟者， 忽视了不断上升的不满， 更关注强化

自身的统治， 使埃及呈现 “国家穆兄会化” 的态势， 进而遭到了反对派的

普遍指责。 穆兄会的错误在于不但无法解决危机， 反而制造危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穆尔西执政一周年之际， 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再次走上解放广场，
要求穆尔西政府下台。 穆尔西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爆发大规模冲突， 社会进

一步动荡。 ７ 月 １ 日， 埃及国防部长塞西代表军队发表声明， 要求总统和各

派势力达成妥协， 否则将会接管政权。 但是， 穆尔西以自己是民选总统为

由拒不下台， 军方于 ３ 日晚宣布解除穆尔西总统的职务， 并将其囚禁， 反而

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 穆尔西政府一年前在一片欢呼声中上台， 而现在

又在一片欢呼声中黯然下台， 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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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ａｏｌｏ Ｇｅｒｂａｕｄｏ，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Ｖｏｌ ５４， ２０１３， ｐ １０７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Ｓｈａｒｐ， “Ｅｇｙｐ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５１
Ｋａｒｅｅｍ Ｆａｈｉｍ ａｎｄ Ｌｉａｍ Ｓｔａｃｋ， “Ｓｏｍｅ Ｄｉｓｄａｉｎ Ｂｏｔｈ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ｓ Ｎａｒｒｏｗｅｄ Ｒａ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 ２６，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２７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ｓｏｍｅ⁃ｉｎ⁃ｅｇｙｐｔ⁃
ｄｉｓｄａｉｎ⁃ｂｏｔｈ⁃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 ｈｔｍｌ？ ＿ｒ ＝ １＆ｒｅｆ ＝ ｗｏｒｌｄ， ２０１２ － ０５ － ２９
Ｍａｈａ Ａｚｚａｍ， “Ｅｇｙｐ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ｐ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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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当代埃及总统政治合法性的演变轨迹及未来展望

从政治合法性本身来说， 其既涉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又涉及统治的

方式、 手段以及效果。 根据亚瑟·史汀斯库伯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 的观

点， 任何政府合法性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观察当政府执行特定的政策时，
政府依赖 “权力源泉” 的频率。 第二个标志是当政府在执行其决策之时，
在多大程度上被迫诉诸武力或者其他强制措施。 因此， 除非在政府的稳定

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合法性是不必诉诸压迫而获得认同的过程。① 因而， 要

实现政治合法性的持久， 需要回归到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遵守方面， 并建

立完善的法制保障。 依靠专制工具维持统治再难持久， 走向社会发展和社

会整合才是必然之路。
透过当代埃及总统政治合法性的演变轨迹，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通向法治是埃及政治进程的必然之路。 纳赛尔最初的合法性基

础源于反帝反殖的特定历史环境， 但是一场战争的失利却带来整个合法性

危机的爆发， 因而依靠意识形态维持统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萨达特上

台之初即开始注重制度建设， 特别是法制建设， 在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颁布了埃及

自 １９５２ 年革命以来第一部正式宪法。 到穆巴拉克时期， 尽管法律法规徒有

其表， 但是政府已经发展出完善的法制体系， 司法部门也享有一定的独立

地位。 穆尔西依靠埃及历史上最为公正的选举上台执政， 将法理合法性推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此看出， 埃及人治色彩逐渐淡化， 而法制建设的

作用则日益突出。
其次，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维持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保障。 在实现民族

独立之后， 任何政权所面临的便是实现、 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们的根本

利益。 摆脱奴役， 进而追求有尊严的生活， 是第三世界国家步入现代化的

必然道路。 单纯的意识形态控制难以维系， 民众更加关注实实在在的生存

权利。 经济权利的维系和政治权力的获取， 便逐渐成为民众的基本诉求。
最后， 开展政治对话， 形成各个阶层的常规利益表达机制是消除政治

９９１

① Ａｒｔｈｕｒ Ｌ Ｓｔｉｎｃｈｃｏｍ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 ｐ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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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危机的必要渠道。 自纳赛尔时代以来， 政府一直是民众的牧羊人，
民众则视政府为衣食父母。 在依赖政府供养的同时， 民众对自身权利等方

面的吁求也有所降低， 政府与民众间维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和谐。 在这个过

程中， 政府可以依赖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来获取民众的认同。 但是， 自萨

达特时期开始， 政府对于维持纳赛尔时代的契约已经力不从心。 当政府通

过实行部分民主化措施， 积极吸引反对派势力参与政治进程时， 就会强化

总统的合法性基础。 这在萨达特执政时期， 尤其是穆巴拉克执政前期， 直

接关系政府的稳定。 而穆尔西政府的下台， 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整合

的失败。 因而， 为各阶层建立长期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对于维持政局的稳

定至关重要。
埃及脆弱的经济对 １９５２ 年革命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构成了持续的挑战。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 埃及总统可以通过象征性的姿态， 比如释放政治犯或

者进行适当的政治改革， 来改善公共形象。 而在经济领域， 改革则是步履

维艰、 周期较长、 困难重重。 埃及的国民收入主要有四大来源： 石油、 运

河、 旅游和侨汇。 这些收入都具有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性， 受国内外环境

影响很大。 埃及经济的 “地租性” 特征以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使得自纳

赛尔以后， 政府已无力完全履行政府与民众间的社会契约， 因而也就无法

再通过为民众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来换取他们在政治上的完全沉默。 纳赛

尔时代的那种极权体制已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在未来已难以复制。
尽管穆尔西被军方罢黜使西方媒体惊呼埃及又进入了 “阿拉伯之冬”，

但是埃及社会的列车已向前开出， 并不会再回到同一起点。 军方的举动受

到大批埃及民众的支持， 而塞西在当选总统后则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 许

多西方国家对此感到极度困惑。 综观埃及历史， 我们可以看出埃及民众追

求的无外乎两个方面： 恢复埃及人的独立身份和实现埃及人的体面生活。
当一切回归平静， 只有维持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地位， 履行必要的政

府公共服务职能， 才能够取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增强政府自身的合法性

基础。 正如阿瓦迪 （Ａｌ⁃Ａｗａｄｉ） 所说： “在埃及， 人民实际上并不关心你如

何获得权力， 而是关心你将如何继续维持权力。”① 从根本上说， 塞西政府

００２

① Ｈｅｓｈａｍ Ａｌ⁃Ａｗａｄｉ， Ｉ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ｕｂａｒａｋ，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０ ，
ｐ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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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持久的统治， 首先要改善埃及民众生活， 以增强合法性基础， 其次

要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维护机制， 以释放合法性危机的张力。 塞西总统

上台后， 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局、 发展经济的措施， 逐渐巩固了自身的统

治基础。 特别是新运河的开通与运行， 不但提振了埃及民众的信心， 而且

向世界各国展现出埃及强烈的自信姿态。 与此同时， 塞西政府也实施了一

系列高压措施， 如残酷打击穆兄会势力， 限制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看似

一个纳赛尔式的极权体制正在强势复归，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后穆巴拉

克时代持续动荡的政治环境， 塑造了塞西政府强力的镇压措施， 但这种状

况并不会持久， 埃及政府走向法治之路是必然趋势。 塞西政府能否实现社

会整合， 长久推动埃及社会的沉重车轮滚滚向前， 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 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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